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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

多年前，筆者曾讀海外中國學專家芮哲菲的著作《古騰堡

在上海———中國的印刷資本主義（１８７６—１９３７）》，卷首有這樣

的描述：

１９４９ 年 ３ 月，當毛澤東從西柏坡起身前往北京的時

候，曾攜帶四部書，包括《史記》、《資治通鑑》、《辭源》（由

商務印書館於 １９１５ 年開始印行）和《辭海》（由中華書局於

１９３６—１９３７ 年開始印行）。如果説前兩部書是古往今來帝

王將相和征服者必讀之經典，那麽後兩部書則彰顯了中國

近代工業化的出版企業之於知識和政治的重要性。商務與

中華，和其他以上海爲基地的新式印刷和出版企業一道，塑

造並標準化了近代中國的語言和思維方式。〔１〕

商務印書館乃近代中國出版業之濫觴，中華書局繼起，進而

發展成爲與商務印書館齊名的新式出版企業。有學者指出：

“如果説，１８９７ 年成立的商務印書館是戊戌維新的産物，那麽，

中華書局就是辛亥革命的産物。”〔２〕辛亥革命誕生了一個新的

國家政權，也誕生了民國時期第二大出版機構———中華書局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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它的出現，使近代“出版領域從一家的一枝獨秀，發展到兩家的

分庭抗禮，意味著近代出版業激烈競爭機制的正式形成。中國

的出版格局爲之一變”〔３〕。

民國時期的商務印書館與中華書局，始終存在競爭、互補和

互動的關係，共同締造了出版文化興盛的局面，兩者的重要性是

不可偏廢的〔４〕。然而，有關商務印書館的專著、論文等研究成

果可謂蔚爲大觀，相比之下，學界對中華書局則缺少足够的關

注。２０１２ 年，在中華書局成立 １００ 周年之際，香港浸會大學歷

史系周佳榮教授主編的《百年傳承：香港學者論中華書局》一書

在香港中華書局出版，彙輯了一批香港學界精英對中華書局的

研究成果，實爲中華書局研究中具有開拓意義的一部力作。該

書既有中華書局作爲出版文化機構的歷史、人物研究，更力圖從

百年來中華書局的各類出版物中，發現時代議題，探討其在推動

中國文化教育的現代化及對繼承和弘揚中國文化的作用，顯示

了近代新式民營出版企業對近代中國問題研究的重要性以及他

們對知識生産和中國近代文化形成的價值和貢獻。

二

１９１２ 年元旦，中華書局在上海成立，２ 月 ２２ 日正式營業。

營業翌日，創辦人陸費逵便在《申報》發表《中華書局宣言書》，

闡明創辦中華書局的原因：“立國根本，在乎教育。教育根本，

實在教科書。教育不革命，國基終無由鞏固。教科書不革命，教

育目的終不能達也。”他痛斥專制政體對“自由真理、共和大義”

的束縛壓抑，並將教育革命與國家大義聯繫起來，希望藉由教科

書革命傳播民主思想、澆灌自由之花，以期“禹域日進于文明，

華族獲葆其幸福”，體現了中華書局初創者的文化自覺。他宣

佈創辦中華書局的宗旨有四：“一是養成中華共和國國民，二是

並採人道主義、政治主義、軍國民主義，三是注重實際教育，四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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融和國粹歐化。”〔５〕，彰顯了中華書局意欲溝通中西文化，通過

教育改良文化、塑造國民以至强國的理想。

對於中華書局創辦人的這些舉動，香港學者紛紛指出：“陸

費逵發表以上宣言書並非偶然，中華書局的四大宗旨，建基於陸

費氏在書局成立前，對辛亥革命形勢的估計和未來共和國教育

需要的認知上。”〔６〕這樣的分析和評論，切中要害。武昌起義爆

發後，商務印書館的掌門人張元濟思想傾向保皇，認爲“革命必

不能成功，教科書不必改”。與此相反，陸費逵集資 ２５ ０００ 元，

與戴克敦、陳寅等人在家夜以繼日地秘密編輯共和教科書，後來

《中華教科書》一經出版，便迅速佔領了市場，搶得先機。爲此，

蔡思行進一步指出，“中華書局的成立，正切合 １９１２ 年中華民國

共和政體的建立，需要適合共和政體新型教科書的歷史大

勢”〔７〕。事實上，正是民國初年中華書局出版新式教科書的巨

大成功，奠定了其歷史地位。

民國時期的中華書局，肩負起“開民智”的重任，先後出版

辭書、工具書、文學、歷史、哲學、宗教、音樂、藝術、政治、外交、經

貿、金融、自然科學、醫藥衛生、工程技術、農林畜牧、教育學著

作、各類學校教科書、教學專著及參考書、普及知識和青少年讀

物等各類圖書、叢書叢刊 ６ ０００ 餘種，其中還不包括整理重印的

舊籍。在出版物中，以教育類最多，當中主要是中、小學教科書，

其次是語言類和文學類，再次爲史地類、藝術類、經濟類、自然科

學類、政治法律類。中華書局出版的教科書，在民國時期的出版

界是居於首位的；該局的社會科學和文藝書籍，約占其出書總數

的一半〔８〕。

對於中華書局取得的這些成就，該書作者多持肯定的態度。

更難得的是，梁偉基以陳君葆日記爲主要材料，勾勒出 １９３０ 至

１９４０ 年代中華書局香港分局（以下稱港局）的情況，包括主事者

之背景出身，港局與中國軍政界、文化界人士之接觸與交流，以

及日占時期港局的遭遇等〔９〕，從而豐富了人們對港局的認識和

５０５書　 評　



了解，形成與内地學者的學術對話。

那麽港局究竟經歷了怎樣的發展過程呢？周佳榮進行了詳

細梳理：１９２７ 年中華書局在香港設立分局，１９３３ 年在香港九龍

建印刷分廠。１９３７ 年抗戰開始後，陸費逵於 １１ 月赴香港設立

香港辦事處。翌年上海印刷所停業，有 １０ 餘人到香港印刷廠復

工。１９４１ 年 ７ 月 ９ 日，陸費逵在九龍逝世。１９５０ 年中華書局在

香港設海外辦事處。１９８０ 年，中華商務聯合印刷（香港）有限公

司成立。１９８１ 年，三聯書店·中華書局·商務印書館香港總管

理處成立。１９８８ 年 ７ 月，中華書局香港分局在香港注册，成立

中華書局（香港）有限公司。同年 ９ 月 １ 日，聯合出版（集團）有

限公司在香港成立，擁有 １５ 家成員機構，包括中華書局等。這

爲内地和海外讀者了解港局的歷史以及中華書局的百年歷史，

確實可以起到導引的作用。

袁振華、曾潔與陳澤林等人還注意到港局致力推廣普通話、

國學等之於文化的貢獻。袁振華和曾潔從中華書局出版的普通

話教育書籍入手，考察港局在香港推動普通話的歷史過程。作

者指出，從出版的普通話教育系列書籍來看，無論是承載豐富漢

語文化内涵的漢語辭典工具書、推陳出新的實用普通話教科書，

還是貫徹普通話教學理論實踐的普通話測試輔導書，針對港人

學習普通話重點、難點的普通話學習方法叢書，都從不同層面、

在不同程度上驗證和推動了普通話教育觀念的更新和轉變。嶄

新的教育思想理念需要切實的文化載體，書籍出版就是幫助新

的文化知識進入尋常百姓家的重要橋樑〔１０〕。這樣的評論既中

肯又到位。

陳澤林認爲港局相對於國内中華書局，對國學的職責不是

重於保存，而是重於如何推廣。他從出版物的數量和内容兩個

層面分析港局在文化生産和傳播中的角色，指出從 １９５０ 年代到

１９７０ 年代末，國學類書籍占出版總量的比例逐年增加，其數量

在 ３０ 年間上升近 ８ 倍，這從一個側面反映了國學在港日漸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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要。另外，從同期出版的叢書來看，最初以中小學生爲讀者對

象，推出簡單易讀的“中華通俗文庫”及“中華文庫”；２０ 世紀 ７０

年代，陸續出版“文學與歷史叢書”、“中國知識叢書”，並翻印内

地版“古典文學普及讀物”，程度有所提升。這不但“顯示出香

港人國學知識的普及情況”，而且反映了港局“在這段時期針對

港人國學知識而所行的策略”〔１１〕。

羅永生與許振興則分别以中華書局點校本《唐六典》和《中

國史學基本典籍叢刊》爲例進行評析。羅永生對《唐六典》的版

本與流傳、中華書局版《唐六典》的編纂背景、内容結構、史料價

值及編輯缺憾給予詳叙〔１２〕。許振興則對《中國史學基本典籍叢

刊》中有關宋史研究的書籍，特别是其中的“箋證”新著《宋季三

朝政要箋證》進行介紹，並認爲文獻整理與相關學術研究互動

配合無疑應是整理古籍———特别是整理所謂“次要典籍”者可

以考慮發展的方向〔１３〕。

憑藉這部書，筆者和廣大讀者一起領略了中華書局的百年

芳華。對於内地和海外讀者來説，港局的歷史變遷及其貢獻顯

得尤爲值得珍視。

三

教科書既是中華書局進軍近代出版業的敲門磚，又是其突

出特色，因此引起香港學者的格外關注。姚繼斌和區志堅兩位

學者不約而同地將目光投向民初的教科書，並展開各具特色的

分析論述。姚繼斌肯定了教科書傳播知識和文化的作用，因爲

“教科書，自從有現代教育以來的一個世紀，代代相傳，每個讀

過書的人没有不受其影響的，在潛移默化間，它塑造千百萬兒童

的靈魂，民族意識賴以傳承……教科書的本質是民族文化，即民

族精神賴以傳承的重要工具之一”〔１４〕。故而，“通過近代教科

書去檢討中國近代的文化現象、社會意識，往往能給人一種更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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客觀、真實的認知和啓迪，這種思考是超越了教育史研究範疇

的、領域更爲廣泛的探索”〔１５〕。

姚繼斌對中華書局出版的歷史教科書進行了梳理，進而指

出：中華出版的歷史教科書首先摒除了傳統歷史教材和清末教

科書無學制限制、無教法要求、未把握深淺程度、忽略中國兒童

特點、忽略中國教育内容的舊弊。其次切合時代和學生所需，以

培養民國國民爲目的，重視國史的“君權民權之消長”和“文化

之進退”，重視文化發展（如種族、中外交通、政制等事），又强調

略古詳今，讓學生知道最近“世界大通之情勢”〔１６〕。再次，致力

於推動民族主義教育，旨在“喚起民族的自覺；闡發三民主義之

歷史的依據；由過去的政治社會，認識現代政治社會之所由形

成，以爲因應之方針；明了本國外國古今文化的演進，以策進國

民在文化上的努力”〔１７〕。由是觀之，中華書局歷史教科書的編

者們重視新知識、新文化的傳播，重視學生民族精神養成的編輯

策略，不僅是對傳統歷史教育知識系譜的重構，而且對歷史文化

教育的功能進行了重新思考和定位，具有鮮明的時代特色。

區志堅深入發掘《中華女子國文教科書》内的女性“國民”

形象議題，試圖通過編者對性别議題的表述，透析民國初年中國

文化發展的真實樣貌。他指出辛亥革命以後，中國走向共和政

體，昔日的臣民轉變身份成爲國民，在教科書的教育功能之外，

學者更分别從傳承及改良中國已有文化價值的角度，編寫新式

教科書〔１８〕。這是民國時期一個相當值得關注的文化現象，從教

科書内容的演變，言及由此帶來的知識系譜和知識結構的變動，

進而從宏觀的角度討論傳統與所謂“進步”的關係，不僅反映了

中國本土知識界的“個别性”與代表全球化“普遍性”的“進步”

觀念之間的互動〔１９〕———中國經驗對世界現代化浪潮的回應，同

時反映了當時的知識分子力圖調和中西文化的大膽嘗試。

衆所周知，近年來民國時期的教科書研究已經受到内地文

化史學者的普遍關注，研究成果不斷湧現。可惜的是，在這“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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聲喧嘩”中卻很少聽到香港學者的聲音。這部書的出版多多少

少彌補了這些遺憾，讓筆者和内地及海外讀者真切地聆聽到香

港學者這方面的高論，豈不暢快！

與教科書同爲中華書局發展重點的期刊雜誌也得到學者們

的青睞，趙雨樂和周佳榮等學者分别撰文加以探討。趙雨樂從

《大中華》雜誌談起，認爲中華書局既從商業角度謀求銷路，亦

從文化層面考慮教育改革的雙綫原則，是得到文化界認同的。

透過中華書局出版的《中華教育界》等“八大雜誌”，可以看到其

面向各界讀者進行雜誌編輯、發行業務的設想及實踐，涉及政

治、文化、教育、實業、兒童、學生、婦女等重要議題，反映了其

“從最廣泛的讀者階層，推拓至適切於中國的改革方案”〔２０〕，並

將其作爲啓蒙社會大衆的文化手段等深切思慮。

周佳榮認爲，近代中國出版文化的發展與書店同時編印雜

誌是息息相關的，雜誌對出版社的其他出版物起了宣傳、推廣和

促銷的作用，同時也聚集了一批作者向書店投寄和撰寫文稿，其

中不少文稿得以累計成書，編印單行本，成爲另一種出版物。更

爲重要的是，書店借著創辦雜誌的關係，與衆多作者以至各方面

的專家學者保持經常而密切的關係，編輯們在物色著書人選時，

更是如魚得水、知所取捨〔２１〕。這樣的見解，非研究經年，確有心

得的學者是無法提出的。類似的真知灼見在書中還有很多，等

待著讀者們去發現。

四

香港學者圍繞中華書局百年歷史的討論，涵蓋了相當豐富

的議題，呈現出耐人尋味的百年圖景。借助他們的獨特視角，我

們得以窺見知識生産之於時代和文化的獨特魅力。以中華書局

爲個案，進而擴至整個近代民營出版業，探究他們與近代文化的

互動關係，出版家的出版理念、其賦予出版物之文化價值，以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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出版業的發展動力等問題，對於今天的出版界，乃至文化界來

説，應當是不無裨益的〔２２〕。相信隨著研究的不斷發展，該領域

將會有更多優秀的學術成果問世。

南開大學歷史學院　 侯　 杰

香港中文大學歷史系博士研究生　 徐世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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